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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于中国代际流动的“职业–收入”双路径机制，分析了在2023~2025年新一轮政策与数字经济

浪潮中，传统的父辈资本影响与新兴的数字技术赋能如何重塑社会流动格局。研究指出，尽管“十二年

免费教育”显著提升了教育公平性，降低了学历通胀带来的劣势，但升学后的“岗位上升”与“收入溢

价”之间仍存在显著断裂，形成了职业晋升难以兑现收入红利的“分治”格局。数字技术虽通过降低信

息不对称、重塑技能需求和创建新型就业形态，为农村和弱势群体提供了跨越传统壁垒的渠道，但也存

在“数字鸿沟”与“表层流动”风险，可能在特定阈值下加剧不平等。文章主张，未来政策应从单一的

“学历通胀”治理转向“岗位–报酬”联动治理，打破城乡与职业壁垒，并在数字化进程中警惕“数字

代际转移”风险，以实现真正的代际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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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ccupation-income” dual-path mechanism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analyzing how traditional parental capital influence and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y em-
powerment reshape the social mobility pattern amid the new wave of policies and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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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023 to 2025.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the “12-year free educ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ducational equity and reduced disadvantages brought by academic inflation,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position advancement” and “income premium” after further educa-
tion, forming a “divide and rule” pattern where career advancement fails to deliver income dividends. 
Although digital technology provides rural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with channels to overcome 
traditional barriers by reduc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reshaping skill demands, and creating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it also poses risks of “digital divide” and “superficial mobility”, which may ex-
acerbate inequality beyond a certain threshold. The article advocates that future policies should shift 
from a singular focus on “academic inflation” governance to a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position-
reward” linkage, breaking urban-rural and occupational barriers, and being vigilant about the risk of 
“digita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iz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genuine up-
war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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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2023~2025 年，中央层面连续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写进最新政策顶层文件，

并首次把“职业–收入”双路径协同纳入制度设计，为代际流动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语境。2024
年 11 月 8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于 2025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该法在立法目的中明确

规定，旨在“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提高全民族素质”，并构建“公益普惠”的公共服务

体系，以保障各类困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这标志着国家以最高法律形式，将保障起点公平、通过教育

干预促进社会流动上升为明确的法定职责。2024 年度上海等地已将“发展型社会救助”列入地方试点，

通过“艺术护照”等非物质帮扶项目，为低收入家庭 3~12 岁儿童建立持续 8 年的文化教育干预，直接瞄

准代际流动的起点环节。当前，我国教育政策的基点是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已先

行先试，探索实施了覆盖高中阶段的十二年免费教育，为政策讨论提供了地方实践经验。研究表明，此

类通过公共财政移除家庭教育经济门槛的政策，能有效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例如，珠海的政策实施后，

高中阶段入学率显著提升，切实帮助了众多低收入家庭子女继续学业，这从机制上为提升代际流动性、

缩小教育不平等提供了有力的地方实践证据。但升学之后能否获得优质岗位、岗位晋升能否兑现收入溢

价，政策链条在此出现断裂。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衔接阶段，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技能致

富”与“财产致富”并重，要求“到 2025 年初步建成覆盖县域的职业教育中心 + 产权流转市场双平台”，

意味着政策不再单兵推进“岗位上升”或“收入上升”，而是尝试让职业晋升与收入跃升在县域层面形

成闭环，但未明确制度负责检验“闭环”是否真正闭合。这也暴露出深层制度缺陷，教育部门的 KPI 止
于“升学率”和“职业等级提升”；人社部门的“技能提升行动”不追踪受训者后续收入变动；发改、财

税部门酝酿中的房地产税、遗产税再分配方案，又仅关注“收入基尼系数”单一指标，不追问高收入者

的财富积累是否绕过职业通道。职业政策不问收入效果，收入政策不管职业路径，这种“分治”格局与

学术文献中“职业–收入”两条平行主线相互强化，导致政策效果评估极易高估单向红利。本文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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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背景下，把“职业–收入”异步问题拉回代际流动研究的中心，检验二者在新政策组合下的真实互

动，为打通“职业–收入”闭环提供证据。 

1.2. 研究目的 

本文以“职业–收入”双路径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中国代际流动的内在机制与时代演变。首先，

基于代际职业流动相关研究，刻画父辈资本对子代职业地位的影响机制，识别数字技术赋能下职业路径

的传导逻辑与边际效应变化；其次，利用代际收入流动相关研究，分析父代资本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与文

化资本传递的微观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对收入路径的重塑作用；最终，为构建“教育–岗位–报酬”全

链条联动的解释模型，打通政策“分治”格局、实现职业晋升与收入跃升的有效衔接提供理论依据。 

2. 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机制分析 

2.1. 代际职业流动中的父辈资本影响 

代际职业流动是衡量社会开放性与机会平等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子代职业地位相对于父辈的变化

程度。在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探讨父辈资本如何影响子代的职业命运，不仅具有深

刻的理论价值，也对理解当前社会结构、制定促进公平的政策具有现实意义。现有研究普遍指出，父辈

所拥有的各类资本——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等——构成了子代职业发展的起点，这些资

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作用于劳动力市场，深刻影响着子代所能接触到的就业机会与最终获得的职业

地位。然而，这种影响并非线性或单一的，它受到时代变迁、制度安排(如户籍)、技术革新等多重因素的

调节与塑造。该部分旨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围绕父辈资本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核心机制、调节因素以

及现有研究的争议与不足展开论述，以期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清晰的脉络与参考，如图 1。 
 

 
Figure 1. The role of parental capital in the career acquisition of offspring 
图 1. 父辈资本作用于子代职业获得 

2.1.1. 父辈社会资本对“子代职业”获得的影响 
父辈资本对子代职业流动的影响首先体现为一种综合性的“先赋性”优势或劣势的传递。多项基于

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证实[1]，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是预测子代职业成就的关键变量。这种传递并

非简单的职业“世袭”，而是一个通过资源、信息、价值观等多重渠道实现的复杂过程[2]。具体而言，

父辈较高的职业地位往往意味着更丰厚的经济资源、更优质的社会网络以及更高的教育期望，这些因素

共同为子代营造了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环境。相反，父辈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家庭，其子代在职业起点上

则可能面临资源匮乏与机会受限的双重困境。研究表明，这种基于父辈地位的代际影响在不同出生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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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持续存在，尽管其作用强度与模式可能随着社会变迁而有所变化。对于不同年代的出生组，父辈因素

显示出的解释力有显著差别，但教育等因素的中介作用日益凸显。只有把父辈资本放在一个动态的、不

断演变的社会历史框架中去看，才能真正理解它的结构性力量及其机制的时代特征。 
在父辈资本的构成中，社会资本，即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被认为是促成职业地位代际传

递最为直接的机制之一。父辈通过其职业与社会活动所积累的人脉关系，能够为子代提供关键的劳动力

市场信息、实习机会乃至直接的就业岗位推荐，从而显著降低子代求职过程中的搜寻成本与不确定性[3]。
这种“关系”的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中尤为突出，它使得拥有优势社会资本的子代能够更快、

更精准地匹配到优质的职业机会。研究指出，父辈的社会资本不仅直接影响子代初职的获得，还可能对

其整个职业生涯的晋升轨迹产生长远影响。然而，社会资本的效用并非均质的，它受到子代自身条件与

宏观制度环境的制约。例如，对于农村户籍或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子代而言，其父辈的社会网络可能局限

于本地或低端劳动力市场，难以提供跨越阶层边界的有效助力，这反而可能强化了职业地位的代际固化。

因此，社会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阶层跃升的“助推器”，也可能成为阶层壁垒的“黏合剂”，其最

终效应取决于资本的质量、子代的转化能力以及外部机会结构的开放性。 

2.1.2. 父辈人力资本对子代职业地位的影响 
除了直接的社会关系运作，父辈资本还通过塑造子代的人力资本，即知识、技能与健康，来间接地

影响其职业流动。其中，教育是最为核心的中介通道[4]，父辈的职业地位、经济实力与文化素养深刻影

响着子代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的多寡与质量。优势家庭能够投资于更优质的早期教育、课外辅导乃至海

外留学，从而帮助子代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最终获得更高含金量的学历文凭。而学历作为

劳动力市场中最主要的信号筛选机制，直接决定了求职者进入的职业门槛与起薪水平。研究普遍证实，教

育机会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关键因素。父辈通过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确保子代获得优质教

育，进而帮助其获得高阶职业地位，是代际优势传递的一条经典路径。然而，教育的回报率同样并非一成

不变。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学历的普遍升值可能导致“学历通货膨胀”，使得家庭背景一般的子代即便付

出巨大努力获得高等教育学历，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竞争优势也可能被稀释。此时，父辈资本可能转

而通过影响子代就读院校的声望、专业选择的热门程度以及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质量等更为精细的渠道，

来维系其代际影响力[5]。这表明，父辈资本通过教育中介影响职业流动的机制正变得日益复杂和隐蔽。 

2.1.3. 结构性因素对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 
城乡二元分割与户籍制度，构成了父辈资本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重要边界条件，甚至可能重塑其作

用方向[6]。大量研究揭示了城乡之间在代际职业流动模式上存在的显著差异。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父辈

资本的存量往往相对有限，其子代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长期以来依赖于通过教育实现“跃农门”。然而，

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农村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弱等结构性障碍，使得这条路径充满挑战。即便农村子

代成功通过高考进入城市，他们在就业时仍可能面临因户籍身份带来的隐性歧视或社会保障差异，这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人力资本投资的应得回报。相比之下，城市家庭，尤其是拥有本地户籍的家庭，其

父辈资本能够更顺畅地转化为子代的职业优势[7]。这种城乡差异不仅是经济资源多寡的问题，更是制度

性壁垒所导致的机遇不平等。它使得同样水平的父辈资本，因附着于不同的户籍身份之上，而产生迥异

的代际传递效能。因此，脱离城乡分割的宏观结构来谈论父辈资本的影响，将难以把握中国代际流动问

题的全貌与深层矛盾。 

2.2. 代际职业流动中数字技术的影响 

数字技术主要通过以下相互关联的机制促进代际职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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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信息获取与机会扩展机制 
数字技术通过互联网平台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扩展了个体的职业选择空间。它使劳动者(尤其是农

村与偏远地区居民)能够便捷获取招聘信息与市场动态，减少对本地封闭社会网络的依赖[8]。针对农村居

民的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帮助他们跨越地理与信息鸿沟，接触非农就业与新业态机会，从而削弱父辈职

业对子代的约束[9]。同时，数字经济催生了外卖、直播、网约车等大量低门槛新职业，为低技能劳动者

提供了替代性的向上流动路径[10]。 

2.2.2. 人力资本重塑与技能适配机制 
数字经济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结构，进而影响了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与积累方式。一方面，

其催生的新就业形态对传统学历要求较低，却对数字素养等新技能提出要求，这减弱了父代专业知识对

子代职业的直接影响[10]。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家庭收入，缓解了低收入家庭对于代教育投资

的预算约束[11]，同时激励个体通过在线学习自主提升技能，形成“技能提升–职业流动”的良性循环。 

2.2.3. 家庭资本作用的重构机制 
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家庭资本在代际传递中的角色。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虽然可能促进家庭经

济与文化资本增长，但其对社会资本的作用呈现分化：对于高社会资本家庭，子代若过度依赖家庭资源，

反而可能抑制其主动寻求数字机遇的能动性；对于低社会资本家庭，数字技术则提供了在线社群、职业

平台等替代性社会网络，帮助子代突破家庭资源局限[12]。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资本对职业获得的

绝对决定性，增强了个人能力与努力的可见性。 
上述机制共同作用如图 2，推动社会整体机会结构趋于公平。数字平台推动就业信息透明化与流程标

准化，有助于减少“人情就业”与歧视[8]。数字环境也有助于积累基于兴趣和能力的“新型社会资本”。

最终，数字技术通过扩展信息、重塑技能、重构家庭资本等多重路径，显著促进了代际职业与收入流动，

其影响尤其惠及农村地区、低人力资本与弱势家庭子代，呈现出普惠性与包容性特征，为社会流动注入

了新动力。 
 

 
Figure 2. Pathway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mpacting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图 2. 数字技术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路径 

2.3. 矛盾与不足 

现有研究揭示了代际流动中父辈资本的结构性延续与数字技术赋能的革命性潜力之间存在核心张力：

前者通过社会网络、教育传递与制度壁垒(如户籍)构筑了相对封闭的再生产体系；后者则借助信息平权、

技能重塑与新职业创造，为弱势阶层子代开辟了看似开放的流动路径。然而，二者并非简单替代，数字

技术可能正在催化一种更为隐蔽的“数字代际转移”——优势家庭通过早期数字素养投资、优质线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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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获取等方式，将其传统资本转化为子代在新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同时，数字红利并未均质分布，它可

能催生了“表层流动”与“实质固化”并存的新困境：弱势群体虽获得零工经济等就业机会，却往往陷入

职业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的发展陷阱，而算法管理、数据壁垒等新型门槛，可能正与传统的城乡、户

籍壁垒交织，重塑着不平等的形态。因此，未来研究的关键在于超越“技术决定论”或“结构决定论”的

单一叙事，构建一个动态的“技术–结构–制度”互动框架，深入剖析传统资本与数字赋能如何相互渗

透、转化，并通过对新业态中长期职业轨迹与福利后果的追踪，揭示数字时代社会流动的真实图景与深

层机制。 

3. 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分析 

代际收入流动是衡量社会机会公平的核心标尺。在我国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

讨代际收入流动对子代教育机会与质量的影响机制，可为研究基础教育数字化对代际流动的作用提供理

论依据与实证参考。 
在理论上，代际收入流动衡量的是父代与子代经济地位之间的关联强度，其本质关注的是机会平等

而非结果均等。贾可卿(2022)对约翰·罗默正义理论的阐释中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机会平等，

即努力消除家庭出身等个人不可控因素对人生前景的决定性影响[13]。Mitnik(2025)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代际流动性的测度指标与“机会不平等”的量化之间存在内在的理论联系[14]。上述“机会平等”的理论

表明，较高的代际流动性通常被阐释为社会结构开放、个人努力回报率高的标志，说明社会为不同出身

的人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较低的代际流动性则被视为社会阶层固化风险增加的一种表征。 
在测量方法上，学术界逐步发展并确立了以“代际收入弹性”为核心的分析框架。Becker 和 Tomes 

(1979)为理解代际传递强度提供了基础理论[15]。基于此，大量研究对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进行了精确测度

与趋势分析。陈琳(2016)研究发现，我国城镇代际收入弹性在 1990~1995 年和 1998~2002 年两个时期分

别约为 0.8 和 0.4，提示了流动性增强的趋势[16]。杨沫和王岩(2020)则发现，代际收入流动性在 2004 年

后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17]。同时，阳义南和连玉君(2015)的研究发现，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

的影响在 2006 年至 2010 年间显著下降，表明我国社会代际流动性呈现积极改善趋势[18]。这些研究表

明，代际流动性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变迁与公共政策干预而发生深刻变化。近

年来，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审视代际收入流动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魏下海和李胡建(2024)与方福前

等人(2023)的研究分别证实，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11] 
[19]。这提示，基础教育数字化很可能通过干预人力资本形成、信息获取等传统传递渠道，对代际流动产

生深远影响。因此，探究基础教育数字化的具体作用机制仍是重要研究方向。 

3.1. 父代资本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机制 

父代的收入优势可以转化为子代在教育竞争中的先发优势，并影响其最终社会经济地位。这主要通

过人力资本投资与文化资本传递两条路径的复杂机制形成，如图 3。 
人力资本理论表明，家庭被视为对子代未来进行理性投资的核心决策单元，其教育投资规模与方式深

受家庭资源约束与预期回报的影响[15]，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中国家庭的教育支出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 

3.1.1. 人力资本投资领域 
付费性课外补习是家庭经济资本转化为子代学业优势的核心机制，被称为“影子教育”。研究表明，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教育投资的强度与形式。高 SES 家庭更倾向于采用课外辅导

班与家长辅导双重叠加的投资组合模式[20]，而低 SES 家庭则可能面临预算约束，无力承担额外补习费

用[20] [21]。这种因收入分异导致的投资差异，直接传导至教育结果的不平等。薛海平(2018)的研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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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揭示，影子教育在家庭资本与子女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22]。方超与黄斌(2020)通过实证分析

发现，校外支出对认知能力的影响表现为“强者愈强”，即额外投资对原本处于成绩分布高端的学生提

升作用更大，从而加剧了教育结果的“马太效应”[23]。此外，经济优势不仅意味着支付能力，更意味着

抗风险能力和长远规划空间。李广平等(2023)的研究指出，高 SES 家庭子女在面临关键教育分流时，不

仅能够获得更优质的学校资源，其家庭也更有能力支持其选择回报周期更长、不确定性更高的教育路径

[24]。吴愈晓(2020)从宏观视角说明，在教育回报率上升的社会背景下，各阶层对教育竞争的投入加剧，

而优势阶层凭借其丰厚的经济资本，在争夺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教育获

得的阶层差距持续存在甚至扩大[25]。 
 

 
Figure 3. Path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fluenced by parental income 
图 3. 父代收入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路径 

3.1.2. 文化资本领域 
主要通过塑造教育期望与提供“隐性辅导”，直接影响子代学业表现。文化资本丰厚的家庭，其家

长往往具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和更科学的参与能力。这种高期望与“家庭交流”、“家庭互动”相结合，构

成了强有力的教育支持[26] [27]。朱晓文等(2019)的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投入是青少年教育期望形成

分层的重要中介机制，精英阶层子女从文化资本投入中获益更多[28]。这种由文化资本支撑的高期望与高

参与，使优势阶层子女在学校场域中感到更加自如与适应[29] [30]。同时，非认知能力是文化资本产生回

报的关键中介变量。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能显著促进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发展[31]。而这些非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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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毅力、社交能力和情绪稳定性，在教育引致的社会地位获得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32]。此外，文化

资本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存在“阶层再生产”特性，即高阶层的回报率更高[31]。 

3.2. 数字经济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数字金融、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普及，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

动性，已成为一个兼具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学术命题。现有学者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

济在总体上对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具有促进效应，且其作用是通过创造新型机会和缓解传统代际传递的

关键约束等宏观与微观的机制实现的，如图 4。 
 

 
Figure 4. Pathways of digital economy impactin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图 4. 数字经济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路径 

3.2.1. 宏观层面 
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创造新型就业创业机会和优化经济结构[33] [34]，为代际流动创造有利环境。一方

面，数字经济具有高渗透性和便捷性，带来了高质量就业岗位增加，中高技能劳动力收入提高等诸多机

遇[35]，为创业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魏下海和李胡建(2024)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降低代际

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自相关性[11]。且其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能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而活跃的创业环

境能为年轻子代群体提供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拓展其社会资本，从而有助于提高其收入水平和代际

流动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新兴消费需求还有助于突破传统行业的固有模式，催生出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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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如平台经济、电子商务等，从而降低创业门槛和市场信息壁垒[36]。刘翠花等(2025)基于“淘宝

村”的实证证据进一步揭示，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能直接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其核心作用在于减弱了父

代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子代职业与收入获得的决定性影响[37]。 

3.2.2. 微观层面 
学者多聚焦于数字金融的关键作用。其核心逻辑是，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低收入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

改善其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从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周广肃和丁相元(2023)的实证研究表明，

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其关键中介路径正是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改善家

庭人力资本投资与代际教育流动[38]。传统金融体系下，低收入家庭因缺乏抵押品和信用记录而难以获得

教育信贷。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降低了服务门槛与信息不对称，使得弱势家庭能够更便

捷地获取教育信贷、平滑消费与投资[39] [40]。戚聿东等(2025)的研究也证实，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家

庭信贷约束，显著促进了教育代际流动，并称之为“机会增益效应”与“机会共享效应”[41]。数字经济

的影响不仅通过金融工具，还通过改变父代的观念与行为来实现。王月等(2023)的研究发现，父代使用数

字技术能够改善其对社会“机会不平等”的感知，从而激励其增加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9]。然而，这

一促进效应并非线性或无条件成立。赵立业和吴卫星(2023)的研究揭示了重要的“门槛效应”，在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水平未达到一定阈值前，其发展可能因“数字鸿沟”的存在而增大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

代际流动，只有当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后，其促进流动的积极效应才会充分显现[42]。 

3.3. 矛盾及不足 

现有研究在父代收入与数字经济两条线索的交汇点上暴露出新的张力与盲区。一方面，父代资本通

过人力资本投资和文化资本传递的双轨机制，将经济剩余转化为子代教育竞争中的结构性领先。其中，

高支付能力家庭通过课外补习、优质学区、风险耐受型教育等路径，把收入梯度固化为学业梯度，再固

化为未来收入梯度；而低支付能力家庭则因预算约束与信息缺口，被迫退出高回报赛道。另一方面，数

字经济被寄予机会平等的厚望。数字金融纾解信贷约束、电商降低创业门槛、平台经济打破地域隔离，

看似为弱势子代提供了跳脱父辈收入框架的平行通道。然而，在发展水平未跨越临界值之前，优势家庭

仍可凭借早期设备占有能力，率先把传统资本兑换为数字资本；弱势家庭则多在平台经济下游从事弹性

零工，收入波动大、社会保障低。更严重的是，现有研究普遍采用“当期收入弹性”或“短期创业概率”

作为流动性的代理变量，忽视了全链条追踪，导致“数字红利”可能被高估，“数字风险”则被系统性低

估。未来亟需构建长周期面板，通过准实验设计识别数字基础设施跃迁等政策冲击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异

质性处理效应，才能厘清数字技术究竟在何种条件下真正削弱父代资本，又在何种门槛下反而催生新的

“数字代际转移”，从而为精准干预、制度创新与公共政策提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证据基石。 

4. 结论与建议 

4.1. 理论结论 

4.1.1. 代际职业流动 
职业路径仍是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但其边际效力呈现明显的阶段分化。数字技术通过信息平权、

技能重塑与新职业创造，显著提升了职业流动性，尤其对农村、低社会资本家庭子代的向上流动具有普

惠效应，互联网使用帮助农村家庭子代跨越地理与信息鸿沟，接触非农就业与新业态机会，平台经济为

零工劳动者提供了绕开传统壁垒的替代性路径。然而，这种“活跃”具有表层性：优势家庭通过早期数

字素养投资、优质线上资源获取，将传统资本转化为数字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弱势家庭虽获得零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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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却多陷入职业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的发展陷阱，形成“岗位流动频繁、阶层位置固化”的新困

境。更关键的是，职业晋升对收入溢价的兑现能力持续弱化，高校扩招后“学历通胀”与“专业错配”使

职业等级提升的收入回报率下降，“岗升薪滞”现象在体制分割行业与户籍歧视地区尤为突出。 

4.1.2. 代际收入流动 
收入路径的独立权重显著上升。父代资本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课外补习、优质学区)与文化资本传递

(教育期望、家庭互动、非认知能力培养)的双轨机制，将经济剩余转化为子代教育竞争中的结构性领先，

进而固化为未来收入梯度，高 SES 家庭子女的认知能力回报率显著高于低 SES 家庭，形成“强者愈强”

的马太效应。数字经济的介入并未简单消解这一逻辑：数字金融虽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改善人力资本投

资能力，对代际收入弹性产生负向影响，但其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未跨越临界值前，优势家庭凭借设备占有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率先将传统资本兑换为数字资本，

反而可能扩大代际收入关联性。 

4.2. 政策建议 

4.2.1. 教育政策 
由人社、教育、统计部门及行业协会联合建立与行业薪酬指数动态挂钩的“技能紧缺职业准入清单”，

并将其与院校专业设置、财政补贴及企业信贷政策联动，引导资源配置；在重点行业全面推行以“能级

工资”为核心的技能人才薪酬集体协商，将技能等级、实际贡献作为薪酬决定性因素，并通过制度设计

贯通“技能–技术–管理”职业发展立交桥，切实恢复职业晋升的收入溢价信号。 

4.2.2. 数字政策 
在县域层面，可构建“政府主导–平台协同–社区落地”的三方联动机制，设立“数字融合服务中

心”，将数字素养普及(如社区数字辅导员制度)、模块化职业技能培训(对接本地产业需求)与普惠金融产

品(如小额数字信用贷)进行“一窗式”捆绑供给，并通过积分激励与效果追踪确保弱势家庭的持续参与和

实际转化；针对平台从业者，强制平台按单量比例计提“职业保障基金”，用于职业伤害险的保费支付

及个人技能账户充值，账户资金专用于经认证的再培训课程，同时将培训成果与平台派单优先级、社保

补贴挂钩，形成“保障–提升–发展”的闭环，使零工就业在制度护航下转化为可持续的生计转型路径。 

4.2.3. 财税与产权政策 
在县域设立“职业关联财富评估中心”，依托税务与社保数据建立“职业–财富”联动档案，对主要

财富来源于非职业性渠道(如继承、投机)的资产在房地产税与遗产税中适用阶梯式附加税率，所征税款定

向注入县域“技能振兴基金”。同步，由该基金担保并运营“产权–技能”转换平台：经合规评估后，低

收入家庭可将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权在该平台托管并生成“技能信用证”，凭此证全额抵扣在县

职教中心的指定技能培训费用；完成培训并稳定就业后，其托管产权可通过平台优先流转，或选择按“本

金 + 增值收益”赎回，形成“以税促衡、以产育能、以能固产”的闭环调节机制。 

4.2.4. 治理机制 
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枢纽，整合教育部门的学历与培训数据、税务部门的收入数据、医保社

保部门的参保数据，构建个人匿名化的“能力–就业–收入”全周期追踪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设计双

层级评估与反馈机制：第一，对政府购买的职业培训项目，将其财政补贴额度与参训者结业后 1~3 年的

“收入跃升率”(与地区同业平均收入对比)动态挂钩；第二，对吸纳就业的企业，将其享受的税收减免、

社保优惠等再分配政策力度，与其内部“岗位升级率”(中高技能岗位占比年度变化)及员工收入增长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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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最终，通过动态可视化的“岗位–报酬”政策仪表盘，实时呈现不同行业、区域、人群的政策效

果，为精准调整培训方向、优化财税激励提供数据驱动的决策依据。 

4.3. 研究不足 

本文仅聚焦代际职业与代际收入两条主路径，尚未覆盖健康、婚姻、社会资本及数字资本等潜在机

制；同时，目前尚未针对两条路径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展开系统性、深入性的探究，未能充分揭示二者

在逻辑架构、作用机理以及相互影响等方面的复杂关系。未来研究可引入多维度流动指标，并借助行政

大数据延长观测窗口，以构建更完备的代际流动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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